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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与政治之间：1964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 

 

薛攀皋（口述）  熊卫民（整理）* 

 

摘要  1964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是个有深厚政治内涵、曾受中国高层高度重视的科学盛会。身为
会议理科组副组长的薛攀皋详细回忆了会议从筹备到结束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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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举办的第一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这是一次科
学会议，却被赋予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等政治内涵。会议在当时得到了极高规格的宣
传报道，并长久地留存于一些参会人员的记忆之中[①]，但当前知之者已甚少。作为会议理科组的
副组长，薛攀皋先生的回忆有助于我们弄清楚这次会议的背景和经过。 

薛攀皋（1927—），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1951年毕业于福州大学生物系，同年分配到中国科学
院院部，从事生物学科研组织管理工作，历任见习科员、科员、生物学部办公室副主任，生物学
部副主任等职。1956年—1966年间先后兼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科委的生物学组秘书。 

 

访谈时间：2006年8月7日          

访谈地点：北京中国科学院黄庄小区 

 

一  背景和会议的主题 

 

熊卫民（下面简称熊）：根据计划，今天请您谈1964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这个会议现在很少有
人提及了，但它值得关注。 

薛攀皋（下面简称薛）：北京科学讨论会是政治斗争的产物，当时我国多少有点想扛“反帝”、
“反修”的旗帜。它名义上由中国科协和世界科协北京中心举办，实际上是中国、朝鲜、越南、
印度尼西亚、日本五个国家的共产党在幕后操作——它们先确定原则，然后这五个国家的科协再
分头活动。 

早在1952年5月，当时的世界科协主席、法国著名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就曾在该协会的第十一届执
行理事会上建议设立世界科协北京中心，以后的每次会议也都有人提，我国对此是赞成的，但由
于美国和苏联的先后干扰，这个区域中心直到1963年才成立。北京中心的主任是清华大学的张维
教授[②]。 

按照世界科协会章的规定，世界科协的中央办事处和区域办事处将根据执行理事会的需要而设
置。当时，中央办事处设在伦敦，并先后设立了三个“区域中心”，即布拉格中心（中、东
欧），印度中心（西亚）和北京中心（东亚）。前面这段历史我没有亲历，不是太清楚。只知道

 



那时候不仅世界科协的政治斗争很激烈，在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以下简称国科联）中，两个
中国问题的斗争也很尖锐。国科联成立于1931年，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在国科联的全国性会员资
格长期由台湾所占有。为恢复中国在国科联中的全国性会员资格，中国科协和台湾的中央研究院
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直到1982年问题才解决。吴大猷当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对这段历史有过一段回
顾。对于政治卷到科学中来，他很不满意。 

北京中心成立后，马上就筹备北京科学讨论会[③]。1964年2月初，中国科协和世界科协北京中心
在北京召开中国、朝鲜、越南、日本和印度尼西亚五国代表会议，商讨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的
开法。上述五国代表将负责组织本国科学家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并争取其他国家在学术上、社
会上有地位的科学家参加。1964年3月5日，中国科协主席李四光和世界科协北京中心主任张维向
世界有关国家发出了“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邀请书”。讨论会的主题为“有关争取和维护民族
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的科学问题”[④]，打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
新老殖民主义的旗号。亚、非、拉、大这四大洲是新老殖民主义统治的地方，过去科学落后，被
人家瞧不起。现在这些国家的科学家现在成了国际科学会议的主人，说明在摆脱殖民统治之后，
科学依然可以在这些国家发展。 

 

二 会上会下 

 

熊：请您介绍一下会议的基本情况。 

薛：讨论会于1964年8月21—31日在北京举行，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一共44个国家和
地区的367位代表参加，共提交了299篇论文。[⑤]  

熊：这意味着有不少代表没有提交论文啰。 

薛：是的。我国有很多科学家参加了社会科学组的讨论，但不提交论文。为什么会有这个规定我
不清楚，可能是避免引起争论，因为很多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不一定都赞同。 

会议通过协商产生主席团（由每一国的代表团或代表推选一人组成），并选出范长江为大会秘书
长。讨论会的学术委员会由周培源任主任，负责有关学术活动方面的工作，包括论文的审定、学
术性会议的组织、会议期间的专业参观、会后对各国学术水平的估价等。委员会下设理、工、
农、医、社会科学5个组和学术秘书处。具体的学术活动分别由下列部门来组织：理科由中国科学
院组织；工科由国家科委组织；农科由农业部组织；医科由卫生部组织；社会科学（含政治与法
律，经济，教育、语言与文学，哲学与历史4个分组）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组织。该学
部由中宣部管，与中科院已脱离关系。在学科组内设有分组，总共是8个学科组、27个分组交叉进
行。我是理科组的副组长（张文佑、顾功叙这两位学部委员任组长），对理科更熟一点。它下分
为五个分组：数学组、物理天文组、化学组、生物组、地学地理组。学术活动以分组宣读论文、
分组讨论为主，还召开了一些整个学科的会议和更大的全体会议。全体会议比较少，我印象最深
的是越南南方（它作为一个独立地区参会）代表团团长阮文孝的报告。他在会上控告美国的各种
暴行，包括使用各种化学毒药对越南南方人、畜、树木、庄稼的毒害，反响很强烈。 

熊：总共只有367位代表，参会的人数倒也不算太多。 

薛：正式代表360多人（其中外国代表273位，不含代表的夫人和工作人员）。中国代表团由61人
组成，另外有特邀代表32人。周培源任团长，张劲夫、范长江、张友渔、张维、张忠信、于光远
是副团长。为会议服务的工作人员据说有上千人。当时还特意在友谊宾馆盖了一个北京科学会
堂，在会堂内安装了几套同步翻译设备。 

熊：翻译属于工作人员？ 

薛：是的，大约有200名翻译。还有大会秘书处的人也属于会议的工作人员。大会使用中、英、
法、西班牙四种官方语言，要求送来的论文在母文之外得附另外三种文文字的摘要（其中中文摘
要归我们负责）。举个例子，如果某国代表提交的是英文论文，则他还需附上法文、西班牙文的
摘要。可有不少外国代表根本不遵照规定，那些事情就只能由我们来代办。那时候西班牙文翻译
很难找，颇费了我们一番功夫。 

各种各样的杂事很多，我们差不多在1964年初就集中了。这个会议被作为特殊的政治任务，文章
随到随印，外文印刷厂和中国科学院在通县的印刷厂随时待命。论文来了之后，翻译、打印、校
对，工作量很大。 

熊：除印制论文，还有哪些需要你们应对的杂事？ 

薛：比如说会前我们还要与外国代表进行摸底谈话，估计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并研究应对策略
上报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张劲夫、范长江等）。我们理科的会务组（抽调各研究所所搞外事
工作的同志组成，大家的外事经验都比较丰富）遇到的最大麻烦是印度尼西亚一个研究原子能的
女科学家。在摸底谈话时发现她要求在大会上发言，反对并谴责发展一切原子武器。中国当时正
在秘密研制并马上（1964年10月16日）就要爆炸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了。会议要表现得民主，又
不能不允许她发言。所以会议秘书处挺紧张的。我们后来采取了这个方法：组织中国几个研究原



子能的科学家在正式开会前跟她座谈，阐述不能笼统反对原子武器的理由，最后把她的思想工作
给做通了。我们的处理方式得当，并没有强加于人，效果还可以。 

熊：你们还要负责外国代表的思想政治工作，难怪要用那么多的工作人员。 

薛：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国际会议关系国家的面子，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向来不惜工本。一直
到现在，我们国家组织会议的本领都没得说。会议期间和会议之后我们还开放中国科学院、高等
院校和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让外国代表们参观。相关的陪同、翻译工作也很大。 

熊：会议都在北京科学会堂举行吗？ 

薛：全体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其他会议在北京科学会堂举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致开幕
式欢迎词[⑥]；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致开幕式贺词[⑦]；中国科协主席李四光致闭幕词
[⑧]。这对国家外事部门而言也是一件大事。对外文化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张致祥一直盯在会
上。会议闭幕之后，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外交部为会议代表们举办的宴会上发表了讲话[⑨]。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聂荣臻、谭震
林、陆定一、罗瑞卿、林枫、杨尚昆、叶剑英、郭沫若、包尔汉、张治中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接
见了全体代表，刘少奇还与他们合了影。 

熊：中国的主要领导人和科学界的头面人物几乎全部出动，这次会议的接待规格确实是非常之
高。我还注意到，仅1964年8月-9月期间，《人民日报》就发表了相关报道100余篇，连“古巴一
客人回国”[⑩]这类小事也要报道，而且经常动用多个整版的篇幅，对这个会议的宣传规格也可谓
高到极处。 

薛：许多国家的参会规格也很高，比如作为会议的发起国之一的印度尼西亚和日本。日本派出了
一支以坂田昌一为首的由六十多位科学家组成的代表团。外国代表中有17位政府部长和高级官
员，如叙利亚前总理阿兹迈德，印尼文教部长普里约诺、司法部长阿斯特纳维纳塔，阿联酋科学
研究部长图勒基，布隆迪卫生大臣马拉布科等，还有20多位大学校长和科学研究院院长，40多位
研究所所长和大学系主任。 

熊：印度参加了吗？ 

薛：邀请了印度，但印度没派代表参加。巴基斯坦参加了。印度是世界科协的西亚中心所在国，
这个中心比北京中心成立得还要早一些。她于1964年7月27日—30日在新德里开始举行了为期四
天、名为“科学与国家”的科学讨论会，邀请了28个国家的45个外国代表出席。这在当时被看成
是在苏修的指使和支持下和我们唱对台戏的行为。[⑪] 

熊：在这之前中国举行过多学科的学术会议吗？ 

薛：没有。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举办的第一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其他国家即使有先例，也不会
多。单科会议放在科学不发达国家开的也极少。 

熊：现在很少见到这种几乎包含所有学科的会议了。这类会议，组织起来特别费力，而代表们集
中起来之后，由于大部分议题超出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又很难进行深入的讨论。 

薛：讨论的状况还可以。总的印象是，非洲国家比我们更落后；澳大利亚、日本的科学水平相对
较高，代表们发言比较踊跃一点。代表的水平差距很大。有世界级的，如澳大利亚的射电天文学
家克里斯琴森教授，他是射电天文的开创者。日本的坂田昌一和武谷三男在会上提出了一种原子
核模型，他们在物理天文组的水平也是很高的。我们中国由钮经义、邹承鲁、汪猷、邢其毅所报
告的《从胰岛素A及B链重合成胰岛素以及A及B链肽段的合成》，在化学组是水平很高的。我们还
有几个高水平的工作，如施雅风、刘东生的《希夏邦马峰地区科学考察的初步报告》，引起的反
响很大。也有水平很低的。本来规定要在会议之前递交论文，可有些人上了飞机之后才拿着铅笔
随便写了一些字，纸张皱皱巴巴、一塌糊涂，那也算一篇论文。这样的人多数来自非洲。我知道
其中一个是中学的地理老师。那些国家由封建王公、酋长、买办等掌权，虽然一些部门的领导人
按道理并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但他们凭着权力把自己指派为会议代表，或者让一些走他们后
门的人参会。所以，实际与会的并不都是真正的科学家。有些人还行为不端。为了这次会议，中
国科协在友谊宾馆包了三栋楼。后来把那三栋楼所有的女服务员都撤了，包括开电梯的。因为在
开会期间出现了个别会议代表把女服务员堵在电梯里欲强行不轨的行为，还有对收拾房间的服务
员实施性骚扰的。 

熊：居然还会有这样的行为！当时没想过将那些人绳之以法？ 

薛：那些行为都是一对一的，并没有留下多少确凿的证据。更重要的是，这种事不好对外面讲。
宣扬出去，政治影响非常不好——你们请来的代表就是这样一帮人！在连续出现几起这样的事件
之后，只好把女服务员全撤了。 

熊：当时提供的生活条件如何？  

薛：我们工作人员不跟代表们在一起吃饭，所以我不是特别清楚。反正友谊宾馆的标准是非常高
的。 

熊：大会花了多少钱？ 



薛：我不知道。数目肯定很高。会议的来回旅费很可能都是我们包了。会议期间还有参观活动，
参观原子反应堆、一些大的工厂等。会后愿意走的先走，绝大部分人都留下来，分七路赴上海、
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哈尔滨、长春、沈阳（抚顺、鞍山）、西安（延安）、武汉、广州等
地参观访问了一至两周。最后走的时候我们还送有重礼——最初计划每人送一个中国制造的金手
表，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只送了一支特制金笔。总而言之，代表们生活上的待遇非常高[⑫]。 

熊：中国代表也发金笔吗？ 

薛：国内的代表见不到。我们当时从三年困难时期走出来不久，经济还很困难，可为了扛“反
帝”、“反修”的旗帜，硬是打肿脸称胖子。 

    熊：在查档案时，我还注意到，东非科学院的代表奥廷诺曾要求我国给予他经济援助。他宣
称东非科学院秘书长接受美援、勾结印度反对他。他急需经济援助，以便在知识界中发展进步力
量，在两三年内重新掌握东非科学院。我国没有满足他的要求，他对此颇为不满。说：“你们一
直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为何在我面临这种困难时而不予支持。”[⑬]  

薛：这件事情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们国家刚从“大跃进”所导致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困难中走
出来，并不宽裕，确实难以满足某些人的欲望。某些人就是这样的德性，包吃、包住、包玩、包
来回旅费、送重礼给他，他还不满，还理直气壮地狮子大张口向你要钱。只要你一次未满足他，
就是得罪了他。所以金元外交是交不上什么真正的朋友的。 

熊：您陪同外国代表参观了吗？ 

薛：没有。当时各个学科的工作人员很少，我不单管生物方面的，其他理科学科也得管，所以管
的事情很多，会议期间经常泡在印刷厂里。会后则忙着处理印论文集等善后事宜。在北京很难找
到西班牙文翻译。开会时翻译马马虎虎对付了过去，印论文集时他们根本就不管，而文字稿更应
该字字推敲。我费了很多周折，才通过学部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沈其震找到一位在北京
工作的外国专家帮忙校对、审核西班牙文。会议只开了11天，可我从1964年初到1966年元月2日去
河南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前，主要被抓去忙这个会。 

陪外宾参观也是苦差。在北京科学讨论会前后我曾两度陪外宾参观。第一次是陪朝鲜科学院微生
物所分所的所长到石家庄去考察我们的华北制药厂[⑭]。当时我寒酸得很，连一套像样的服装也没
有。不是说买不起，而是因为没布票。我只好向邻居借了一条西裤、一件衬衣。衬衣每天晚上都
洗，第二天早上不管干没干都得穿。第二次（1965年夏天）是陪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马科夫斯基
在北京并去上海、杭州访问。这时候国家的经济状况好一点了，我一下子买了两三套不要布票、
可在外事场合穿的上衣和裤子，没那么寒酸了。但由于这位院士有点调皮，我一路都相当紧张，
生怕应对不慎出差错。当时接待外国科学家的规矩是，从头到尾有一个人主陪；到某个地方还由
某位业务对口的人员负责陪同，请对方吃饭、看戏等；此外还有一个翻译。我们每到一个城市都
得向当地的外事部门及时汇报接待情况与问题。那时候大家头脑中都有一根阶级斗争的弦，就算
是另一位陪同人员某句话应对得不好，你站在旁边，也有责任，碰到翻译不好，他可能会告你一
状。那次陪同的法语翻译是中国科学院联络局的工作人员。他在文革时是造反派。我当时很捏了
一把汗[⑮]。 

熊：不就是接待一个外国人么，搞得那么复杂，这么紧张。 

薛：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所谓“外事无小事”，搞不好就出事。 

熊：您前面提到的那种低水平的“论文”也得放到文集中去？ 

薛：那当然得放啦。让那些独立不久、还相对落后的国家的代表写出高水平的论文本来就不太现
实。包括朝鲜金凤汉那篇弄虚作假的经络系统的文章，已经被中国科学家证伪了，仍在医学组宣
读。我们是哑巴吃黄连。后来讨论会的文集总算印出来了，装帧得非常好（用烫了金的最好的暗
黄色咔叽布精装封面），却发行不出来——因为有刘少奇主席接见全体代表的照片在里面，此时
文革已经开始，他已成了被打倒对象——后来科协的同志一本一本地撕，把那些咔叽布封皮撕下
来，其余部分则送回造纸厂回炉。 

熊：费了这么多的力气，因为上面有一个人的照片就不能发行？ 

薛：这是我们有中国特色的东西，政治干预或左右着科学。论文集共有理、工、农、医、哲学社
会科学五卷，每卷都有中文版、外文版，每种至少印了上千套，其印刷成本也是很可观的。可它
们最终未能发行出来，而我为理科论文集中、外文版的编辑和出版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全都白
废。我甚至没能拥有一套理科论文集。 

 

三 会后 

 

熊：“文革”期间这个会议挨批判没有？ 



薛：这个会议是科协举办的，不知他们那边的造反派批判过没有。在我的印象里，科学院没专门
批这个会议，反正我的“罪状”里没这条。“文革”时科学院有几十个各种名头的大批判“联络
站”，批得较多的有广州会议、科学十四条、72条、“三高”、“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等，没有
批这个会议的。 

熊：对，应当没有。“文革”兴起之后我国还一度想在1968年召开第二次北京科学讨论会呢。为
了筹备这个会议，我国特意上马了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人工合成烟
草花叶病毒蛋白质亚基等科研项目。 

薛：1964年8月31日通过的会议公报说将于1968年召开第二次北京科学讨论会，还说将在两次全科
会议期间再开一两次单科或专题性的会议[⑯]。1966年7月—8月间，虽然文革已经开始，我国仍在
北京召开了暑期物理讨论会。1968年之所以没有召开第二次北京科学讨论会，有文革的原因，更
主要的是1965年9月在布达佩斯召开的世界科协第八届全体大会上，苏联代表团以组织的手段将中
国排挤出世界科协。因此，1966年中国科协被迫中断了与世界科协的联系。 

熊：40多年过去了，您现在如何看待这个会议？  

薛：当年我国媒体对这个会议的评价是很高的，称它“对四大洲各国以及全世界科学界的团结合
作的进一步发展，对四大洲各国以及全世界科学事业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⑰]，甚至
说它是“新科学的起点”[⑱]，开创了“世界科学史上的新纪元”[⑲]，标志着“帝国主义者垄断
科学的时代结束了”[⑳]。但它对第三世界实际起了哪些作用不好说。我们是为了扛“反帝”、
“反修”的大旗才举办这个会议。但我们付出那么大的代价，究竟有什么收获，我是打问号的。
假如说这个会议还有一些正面影响，在“文革”开始之后，也被冲击得荡然无存。 

熊：从我接触到的材料来看，会议“反修”的色彩不浓。但反对美国的目的似乎是达到了。会议
结束时，不是有270名代表在《我们抗议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申明上签了名么[21]。 

薛：这个申明的精神本来想写到大会的公报中去，但遭到了不少代表的反对——只有270人签名，
意味着还有一小半外国代表不同意。更明确地说，他们不敢得罪美国，怕回国后日子不好过。所
以后来采取的是不写入公报、由代表自愿在申明上签名的形式。这个会议还是有民主协商精神
的。 

熊：中国举办这个政治意义大于科学意义的会议，目的还是在于宣传，为当时中国的政策和意识
形态提供辩护。宣传受众有两类，一类是外国人，一类是本国人。外国人不容易影响到，主要目
标还是影响本国人，这个目的大概也还是达到了吧。通过报道多国代表对中国的好评[22]，似乎从
此可以看出我们是第三世界的领头国家，而处于我们敌对地位的美国则是邪恶的。如果没有这样
的宣传，国内的青少年恐怕不会长时间相信世界上还有2/3的人民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有待我们
去拯救。 

薛：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北京科学讨论会对中国的科学发展还有一个影响。它触发了毛泽东
对科学的兴趣。在接见坂田昌一等会议代表之后的次日晚上（即1964年8月24日晚上），他约了中
国代表团团长周培源、副团长于光远去中南海谈话。他从坂田昌一的《新基本粒子观对话》一文
出发，谈论了他对一些科学问题的看法，从“物质无限可分”，一直讲到“关于生命起源要研究
一下”、“关于细胞起源要研究一下”等。前者促使中国的一些物理学家在不久后开展基本粒子
的结构研究，并于文革前夕提出“层子”模型。后者促使一些生物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在文
革期间开展细胞起源、蛋白质起源、生命起源的研究。你前面提到的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酵母
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人工合成烟草花叶病毒蛋白质亚基等项目，之所以能够在文革期间开展，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它们被纳于“生命起源”研究的大旗之下。这几个涉及数百位科研人员
的项目使中国的基础研究在文革浩劫中仍保留了一点血脉。这大概也可以说是北京科学讨论会一
个无心插柳之收获吧。 

北京科学讨论会的意义和影响如何，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重复交学费的东西太多，最关
键的问题就在于不认真去总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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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简要日程 



 

8月19日 下午3—6点， 预备会——团长联席会议 

8月20日 上午9—12点，预备会——主席团会议 

        下午3—6点， 预备会——全体会议 

        晚上7点，   中国科协主席李四光举行招待会 

8月21日 上午9—12点，开幕大会 

        下午3—6点， 开幕大会 

8月22日 上午8点半—12点，学术活动 

        下午3—6点，学术活动 

8月23日 上午8点半—12点，学术活动 

        下午4—6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接见全体代表 

8月24日 上午8点半—12点，学术活动 

        下午3—6点，学术活动 

8月25日 上午8点半—12点，学术活动 

        下午3—6点，学术活动 

        晚上8—10点，学术活动 

8月26日 上午8点半—12点，游园（颐和园） 

        下午3—6点，主席团会议 

8月27日 上午8点半—12点，学术活动 

        下午3—6点，学术活动 

8月28日 上午8点半—12点，学术活动 

        下午3—6点，学术活动 

8月29日 上午8点半—12点，学术活动 

        下午3—6点，学术活动 

8月30日 上午8点半—12点，主席团会议 

        下午休会 

8月31日 上午9—12点，闭幕大会 

        下午3—6点， 闭幕大会 

        晚上7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陈毅举行宴会 

（注：会议的学术活动包括论文宣读、讨论、专业参观、专业旅游、专业座谈会、专业会见
等。） 

 

附2：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部分论文题目 

 

1.                       W. N. 克里斯琴森（澳大利亚）.射电天文的研究及其若干问题 

2.                       席泽宗、薄树人（中国）. 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
文学中的意义 



3.                       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日本物理学执行委员会东京-名古屋小组（日
本）. 日本基本粒子物理学中的方法论II. 基本粒子的坂田模型方法 

4.                       P. M. 西瓦贝西夫人（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的原子能和平利用  

5.                       钮经义、邹承鲁、汪猷、邢其毅（中国）. 从胰岛素A及B链重合成胰
岛素以及A及B链肽段的合成 

6.                       黄鸣龙（中国）.甾体化学在我国的发展 

7.                       施雅风、刘东生（中国）. 希夏邦马峰地区科学考察的初步报告 

8.                       陶诗言、叶笃正、谢义炳（中国）.东亚夏季大气环流 

9.                       倪志福、于启勋（中国）.倪志福钻头 

10.                   唐应斌，宋大有（中国）.12000吨锻造水压机的焊接生产 

11.                   丁颖（中国）.中国水稻品种的生态类型及其与生产的关系 

12.                   裴辉答（越南民主共和国）.关于越南北方水稻的生长和发育 

13.                   何塞·路易斯·阿尔奈斯（墨西哥）.墨西哥棉花及其最新耕作法 

14.                   兴恩（柬埔寨）.灌溉需水量的测定 

15.                   阿卜杜拉希·艾哈迈德（索马里）.索马里畜牧业概况 

16.                   穆塞鲁·鲍文图尔（布隆迪）.布隆迪畜牧业现 

17.                   M．海德尔（东非科学院） 罗非鱼的繁殖生物学及其经济意义 

18.                   桂应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蚕体解剖学研究上的几点新的考察 

19.                   伍献文、钟麟（中国）.鲩、青、鲢、鳙的人工繁殖在我国的进展和成就 

20.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越南南方）.关于美帝国主义者及其仆从
使用化学毒剂作为战争手段的报告 

21.                   拓植秀臣，张辉岳，金山行孝（日本）.网状结构在食物运动性条件反射
中的作用 

22.                   N.G.巴普蒂斯（锡兰）.在发展中的国家如何解决蛋白质的供应以消灭营
养不良的问题 

23.                   阮文孝（越南南方）.“特种战争”——新殖民主义的产物和美帝国主义
新殖民主义在越南南方的最后阶段 

24.                   井上清（日本）.美帝国主义的对日文化侵略和反对他的斗争 

25.                   金熙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目前南朝鲜人民的反美救国斗争 

26.                   冈仓古志郎、土生长穗（日本）.论新殖民主义 

27.                   O.C.埃姆姆（尼日利亚）.尼日利亚经济发展的障碍 

28.                   布索诺·维禾霍（印度尼西亚）.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从事科学和
研究 

29.                   N.C.奥廷诺（东非科学院）.新殖民主义——是神话还是现实 

30.                   汤川和夫（日本）.论毛泽东及其民主思想 

31.                   胡里奥·勒·里维兰（古巴）.古巴科学院全国委员会代表在哲学历史学
科委员会上的发言 

32.                   桑巴·恩迪阿埃（塞内加尔）.黑非洲的民族志和阶级结构 

33.                   胡里奥·勒·里维兰（古巴）. 古巴革命史概要 

34.                   莉迪亚·孔特雷拉斯·菲古埃拉（智利）.“Se”的意义和作用 



35.                   山克·普拉萨德·普拉德汉（尼泊尔）.尼泊尔中级科学考试成绩的统计
研究 

 

 

 

*作者简介：薛攀皋（1927—），前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副主任；熊卫民（1974—）湖南南县人，
理学博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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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修防修思想的罪状。——薛攀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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